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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资源， 经常作为与正

史和方志并提的史料，但与正史和方志相比，家谱大

多由民间组织或家族力量纂修，存在着攀附权贵、牵

强附会的成分， 故其作为史料的文献价值常常受到

诸多诟病，尤其是历史学研究者，因为历史学强调的

是通过对过去的理性审视来发掘沉埋在史料中的事

实，注重真实性、客观性和批判性。 然而，自 20 世纪

初德国社会心理学家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理论

以来，首次将“记忆”和“历史”分开讨论。 自此，关于

“历史”和“记忆”的研究层出不穷，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后达到高峰， 其中尤以扬·阿斯曼夫妇构建的

“文化记忆”理论为最，可为重新认识家谱的文献价

值、 促进家谱内容的深度开发和有效利用提供不一

样的视角和思路。

在“文化记忆”视域下，“记忆”被从“历史”中剥

离出来，不仅是个人的生理和心理机制，更是作为一

种协助群体形成认同感和凝聚力的 “集体记忆”，可

被社会框架不断重构和选择性遗忘。本文在梳理“文

化记忆”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试图在家谱文献价值的

认识上，脱离真实与虚构的争论，分析家谱文献作为

一种文化记忆媒介的特性， 调研家谱文献利用的目

标用户、 研究的问题域和研究场景， 重新认识作为

文化记忆视域下家谱文献价值的再认识和内容的深开发 *
夏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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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家谱文献作为“史料”的价值常因陷入虚构与真实之争而受到质疑，但作为“文化记忆”媒介的价值得到历史

人类学相关领域的重视。 文章通过对“文化记忆”理论框架的梳理，对“研究者如何利用作为文化记忆媒介的家谱文

献”这一问题进行文献调研，分析了家谱文献在文化记忆视域下，认为作为“记忆”媒介而非“历史”媒介、是“当下”而

非“过去”记忆的见证、所反映出来的“为什么”比“是什么”更重要等特性。文章试图通过更为精准地定位家谱文献的

目标用户和典型应用场景，为家谱文献收藏管理机构在整理研究和开发利用方面，提出重新认识家谱文献价值的思

路和深度开发家谱文献内容的方法及路径，并以上海图书馆家谱知识服务平台中“湖北麻城”迁入迁出相关内容的

深度开发为例，验证了所提出的思路、方法、路径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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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Re-recognization and Further Content Development of Genealogy i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emory

Abstract The value of genealogy documents as historical literature is controversial because of the fabricated
information about ancestors and family history,but the value as cultural memory medium has been recognized in the
area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he author made investigation about how the researchers use the genealogy documents
as cultural memory medium and fou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search of genealogy documents for memory and for
history. The author tries to locate more accurately the target users and typical application scenes of genealogy
documents, and then put forward new ideas and ways for institutions to re-recognize the value of genealogy documents
and develop the content deeply. The author provides an use case about the research of immigration history of Macheng,
Hubei province by transforming the textual abstracts to semantic data which is easy to compute for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and tries to find some new research questions or ans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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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见证而非“历史”见证的家谱文献对于历史人

类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价值。在此基础上，反思当前

家谱文献的收藏、 管理和服务机构在家谱数据库建

设和新兴的数字人文项目建设上的不足， 提出家谱

文献内容深度开发的操作性建议、实施方法和路径，

并从上海图书馆家谱知识服务平台中的 6 万 9 千余

种家谱文献中，选取与被作为历史移民发源地的“湖

北麻城”的迁入迁出相关的家谱文献 1240 种，复本

去重后 1162种，针对反映移民记忆的迁徙事件进行

内容的深度开发，对所提出的思路、方法和路径的可

行性做进一步验证。

1 “文化记忆”的理论框架

1.1 区别于“历史”的“记忆”
“记忆”理论系统性地将“历史”和“记忆”区分开

来，认为“记忆”不仅是个人的生理和心理现象，而是

一种社会建构，受制于社会框架，受到群体意识的影

响和塑造。 人群的许多社会活动如节日、仪式等，通

常是为了强化群体的集体记忆， 以增强群体成员间

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尤瓦尔·赫拉利认为将一个超过

150人的群体聚集在一起的，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亲

缘关系或领袖的号召力，而是该群体一致相信的“故

事”，如宗教团体关于人类起源的故事、家族中代际

流传或家谱中记载的关于先祖迁徙的故事等， 这里

的“故事”即可理解为群体的集体记忆。 王明珂也认

为：决定一个族群边界的，不是语言、服饰、器物，而

是共同的集体记忆。

另一方面，记忆常与遗忘相伴相生，正由于记忆

的社会认同和群体凝聚功能， 记住什么遗忘什么通

常是群体成员有意识有目的选择。 “对于过去发生的

事实而言，记忆常是扭曲的或错误的，因为它是一种

以组构过去使当前印象合理化的手段。 ”人类学家埃

文斯·普里查德关于东非努尔人的研究表明：“忘记

一些祖先或特别记得一些祖先， 是他们家族发展与

分化的原则。 ”同样的情况在英国人类学家古立佛对

非洲杰族的研究中被发现，古立佛称其为“结构性失

忆”，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家谱中俯拾皆是，研究族谱

的学者们也称其为 “谱系性失忆”。 清康熙时孔氏

家族修谱，规定凡不孝、不悌、犯义、僧道、邪巫、优

卒、贱役等，都被认为是“辱祖玷宗，丧名败节，皆不

准入谱”。 还因修谱都是集资，所以规定族人每丁交

银八分，违者不准入谱。

简言之，“记忆”是为当下服务的，如果说“历史”

是为了探求史实而对过去的理性审视，“记忆” 则是

为了当下的目的对过去的主观塑造。 区分“记忆”与

“历史”， 不仅促进了对历史真实性和客观性的重新

审视，也为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这样的文化记忆

机构如何保存、 组织和利用文献资源提供了理论依

据和新的视角。

1.2 什么是“文化记忆”？

哈布瓦赫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集体记忆”的概

念和“记忆”的社会框架，认为“记忆”是群体的而非

个体的，是对过去的社会性建构。 这一理论后来在社

会学、心理学、文学、历史学、历史地理学、人类学等领

域得到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首先，心理学家通过实验和

观察发现，成人的记忆依赖图像图画、语言文字等文

化工具来存储、表达和传递，而文化工具则会在社会

框架下不断重建和再塑造。 心理学家巴利特提出“心

理构图”的概念，作为过去经验和印象的集结，人们通

常依据自己的心理构图重建过去。而个人的心理构图

深受社会群体及文化工具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德国

埃及学和古典考古学家扬·阿斯曼和文化人类学家阿

莱达·阿斯曼发展出了“文化记忆”理论，将集体记忆

分为“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探讨了何为“文化记

忆”、“文化记忆”如何形成、如何发挥作用等根本性问

题，系统性地梳理了“文化记忆”的媒介（载体），并进

一步澄清了有关记忆与历史之间关系的模糊概念。

所谓“交往记忆”，是指在承载者之间代际传递的

集体记忆，随着承载者的逝世而消亡。而“文化记忆”

则是承载于一定的媒介（如节日、仪式、书籍、文物等）

之上，可以大范围传播、长时间传承、不断被重构的集

体记忆［1］。 与交往记忆相比，文化记忆可在更长的时

间段内为更大规模群体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服务。

2 对家谱文献价值的再认识

关于家谱的文献价值，已有大量的分析归纳，陈

建华和王鹤鸣［2］从“内容的独特性、资料的原始性、记

载的连贯性” 三个方面肯定了家谱有别于其它史料

夏翠娟.文化记忆视域下的家谱文献价值再认识和内容深开发［J］．图书与情报，2019（05）：049-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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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对家谱作为史料的局限，其诟病通常集中在

这几个方面：宋以后家谱多为私修，是出自民间的非

正式文献，未经严格审校，错讹之处较多；家谱修纂

过程中扬善隐恶的倾向违背史家秉笔直书的原则；

为了攀附权贵而冒认祖先伪造世系， 为后世研究者

造成了不必要的困扰。 最为人不齿的是， 清代末期

“谱匠”“谱师”的盛行，致使同姓家谱之间互相抄袭，

伪造名人序文题跋屡见不鲜， 极大地影响了家谱文

献整体的可信度。 20世纪末，葛剑雄［3］从家谱对于移

民史研究、历史人口研究、社会史研究三个方面较为

客观地论述了家谱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和局限，为

研究者们将家谱作为史料时的去芜存菁提供了方法

上的参考。 自 20世纪末的华南研究到近期的徽州、

江南、华北等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受到了历史人

类学、 文化人类学的影响： 重视民间文献和田野研

究，注重文献的现场感，强调在历史现场解读文献背

后蕴藏的意义［4］。 家谱作为一种典型的民间文献，常

被用做一种“记忆”而非“历史”的媒介，与其它类型

的民间文献及田野调查相互印证， 发现隐藏在文献

背后的社会框架、文化规范和历史变迁。

2.1 家谱作为“记忆”而非“历史”的见证

王明珂［5］在研究西周历史时，针对结合西周铜器

铭文与先秦文献来研究西周史的主流趋势， 提出了

不一样的思路。 他认为“一篇文献不只是‘过去事实

的载体’，也是人们对过去‘记忆的载体’。 ”西周铜器

铭文记载的是西周时人认为重要的社会记忆， 而先

秦文献对西周的描述是战国至汉初时人对西周的记

忆。通过研究两者之间的差距，来研究西周至先秦时

期华夏与华夏边缘形成的轨迹。 这种将文献作为

“记忆”载体的观点尤其适用于家谱。 家谱作为一种

可以长时间传承、大范围传播的“文化记忆媒介”，对

家族记忆有一种固化和强化的作用。 对祖源和迁徙

源流的追溯和认定，是修纂家谱的重要任务。重修家

谱是重建家族记忆、重新定义核心和边缘、增强家族

内部和家族间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的基本途径［6］。

赵世瑜［7］在研究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现象时，认

为家谱中大量记载的“大槐树”和“老鸹窝”应被视为

民众便于传承的历史记忆符号， 而不必与历史真实

联系起来。陈世松等［8］在研究“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传

说诞生及演变轨迹时， 比较了明初到清末不同家族

的家谱中关于祖源的文本书写， 发现随着时间的推

移， 湖广入川移民后裔对于原祖籍地的记忆已经渐

趋模糊，而家谱中的记述却渐趋具体而确切，表现出

一致性的文法规则。说明从明代中晚期开始，特别是

到了明代晚期， 移民对于家世来源的记忆文本书写

已经规范化模式化，具有很大的传说色彩，由家族记

忆而成为一种族群记忆了。

基于此，笔者认为在文化记忆视域下，家谱文献

也可以被作为家族、民族、乃至社会的集体记忆见证。

2.2 家谱作为“当下”而非“过去”的记忆

家谱在家族世系图和世系表中详细记载的家族

成员个人基本信息以及繁衍、 通婚的情况， 是移民

史、人口学、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常用材料。值得重视的

是，在这些领域的研究中，家谱常被作为一种反映家

谱修纂的“当下”而非家谱中所反映的“过去”记忆。如

众多民族学研究者发现，在历史的长程中，云南大理

白族地区张氏家族的先辈对自己祖源的解释有一个

不断变动的过程。 从明代开始的家谱记载中，关于祖

先来自南京的说法流传甚广，甚至“有意”抹杀或隐藏

其元代以前的家族历史记忆［9］。 经过调查研究，不少

学者认为这是当地少数族裔为了对抗民族歧视而采

取的“冒籍”行为，以获得汉人的身份和认同。 从文化

记忆的角度，通过对祖籍的重新认定来重新界定自己

身份，“冒籍南京”是对家族记忆的集体性再造和结构

性遗忘，是为了在“当下”获得更好的生存环境［10］。

在移民史研究中， 常常利用家谱中记载的先祖

迁徙信息。 由于家谱是由迁入地（家谱的谱籍）的人

们纂修并传播的，通常对“始迁祖”及其迁出地有明

确的记载。 赵世瑜对关于“大槐树”移民传说的研究

发现：移民传说大多是在迁入地创造出来并传播开来

的。 这也是“若问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湖

广填四川，麻城占一半”、鄂皖两地流行的江西瓦屑坝

移民、珠江三角洲流行的南雄珠玑巷移民这些移民传

说在迁入地，也即家谱的修纂地更为流行的原因。 这

说明，家谱修纂地的人们更重视将不同的群体通过移

民传说凝聚在一起，获得一致的身份认同。 如珠江三

角洲很多地方的居民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是从南雄珠

玑巷迁移过来的，研究者发现这个传说作为史实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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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而与明初广东人的入籍问题有关，当地土著

为了取得合法身份纳入政府户籍， 从而采用了南雄

珠玑巷的传说以证明其出自中原的正统身份［7］。

如果把家谱修纂的时间看作是时间意义上的

“当下”，家谱修撰地看作是空间意义上的“当下”，那

么，家谱的内容反映的是“当下”对于家族历史和先

祖源流的看法、 对群体认同和家园记忆的塑造的方

式以及社会所流行的文本书写规范， 而不仅仅是忠

实地反映家族“过去”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家

谱作为一种历史文献，除了其记录“当下”之前历史

的功能，其反映出来的那个“当下”及隐于其后的深

层原因对于研究者来说显得更为重要。因而，家谱的

价值不仅在于对家谱所反映的“过去”历史的研究，

更重要的是对纂修家谱时“当下”的研究。

2.3 “为什么”比“是什么”更重要
日本人类学家濑川昌久对家谱中的真实与虚构

有着较为清醒的论述： 家谱中真实的或虚构的记载

之根源， 在于人们对自身以及自身所属群体的认识

和思考，重要的不是这种虚构有多少真实性，而在于

这种虚构行为本身是有意义的 ［11］。 编纂者所代表的

群体意识结构是当时观念和思潮的剪影， 若仅仅止

步于将隐善扬恶、 攀附权贵归结为对某种虚荣的满

足，而不去探究其背后存在的社会性与文化性规范，

则无法更好地发掘家谱文献的价值。

周建新［12］发现客家族谱有一个共同的突出特点

是大量存在风水活动的记载和描写。 这些客家族谱

里风水活动方面的历史记载，不仅反映了客家宗族的

活动以及隐藏其背后的父系理念和历史意识，而且可

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客家传统社会文化。该研究指

出风水是客家人一种生存和发展的策略手段，还是常

见于客家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生活常识，是一套存留于

客家普通百姓头脑中的历史记忆和社会规范，具有约

束和教化功能。

钱晶晶 ［13］通过三门塘四大家族的族语材料、碑

文与访谈材料，大致勾勒了谢、刘、王、吴四大家族的

定居历史以及三门塘村落的形成过程。 透过一系列

难辨真假的关于先祖身份和迁徙源流的记载和传说，

发现三门塘村落中地方宗族势力的成长与明清时期

清水江一带木材贸易的兴起与繁盛相关，在当时的经

济发展情况下，谱系的建构对于家族财产的确认与继

嗣变得至关重要，这不仅仅是一个适应经济生活的变

通方法，也是寻求国家正统话语的文化手段。

在文化记忆理论框架下，利用家谱文献时，不纠结

于祖源和移民传说的真伪，而是去研究创造和传播这

些传说的人群到底是为什么要创造和传播这些传说。

这种对为什么的追问，是对另一种真实性和客观性的探

求。 正如金观涛和刘青峰［14］在对历史背后的观念史长

期探究后得出的结论：“为了达到历史研究的真实性，

并不是去排除历史记录中的主观性就可以做到的，而

是去寻找支配该事件发生的真实观念，并进一步分析

该事件发生后又对群体的观念产生了什么样的冲击，

即它是如何改变支配该事件发生的普遍观念。 ”

3 数字时代的“家族记忆”：家谱文献内容的深
开发

近年来，家谱尤其是华人家谱因为数量大、覆盖

人群广、 内容自成体系而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文献

得到各收藏机构、宗亲会等民间团体、寻根问祖的个

人的高度重视， 如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在全球范围内

展开华人家谱的收集、整理、研究合作项目，成为世

界上保存家谱（原件、缩微胶卷和数字化拷贝）种数

最多的机构 ， 并建成在线的家谱数据库 （Family-

Search.com）在互联网上提供家谱目录和全文影像的

查阅服务。 上海图书馆作为全球保存家谱原件种数

最多的机构，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在对馆

藏家谱进行整理、编目的同时，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

成果，如《中国家谱总目》涵盖全球 597 家收藏机构

的馆藏目录；《中国家谱资料选编》 精选编校来自家

谱文献中的凡例、序跋、传记、诗文、家规族约、礼仪

风俗、经济、家族源流、教育、图录、移民等内容；《中

国祠堂通论》对祠堂的起源、历史、历代祠堂形制、种

类、建筑、祭祀礼仪、祠堂文化和功能等问题作出了

全面的调研和论述。另一方面，上海图书馆还以数字

人文的方法和技术对 5 万余种《中国家谱总目》和 3
万余种馆藏目录进行了数据格式、 系统架构和服务

模式上的重建，与上海图书馆的古籍、手稿档案等文

献库和人名规范库等基础知识库形成一体化的数字

人文服务平台。然而，上述的家谱编目、整理、研究和

夏翠娟.文化记忆视域下的家谱文献价值再认识和内容深开发［J］．图书与情报，2019（05）：049-057

52



2019 年第 5 期

基于此建设的家谱服务平台， 仍然是将家谱作为一

种特殊的历史文献来对待的，家谱作为家庭、家族、

族群记忆媒介的属性，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

试图探讨在文化记忆视域下， 家谱文献该如何开发

利用，才能充分发挥其作为“记忆的载体”而非仅是

“历史的载体”作用。

3.1 对家谱数据库建设的审视
自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了“世界记忆

（The World Memory）”项目以来，世界范围内兴起了

大量的文化记忆项目，一般由图书馆、档案馆、博物

馆、纪念馆等文化记忆机构和研究学会、基金会主导

和推动。在数字时代，利用数字化技术来促进文化记

忆相关资料和数据的采集、保存、服务、传播，成为共

识。 加小双和徐拥军［15］对集体记忆、文化记忆、社会

记忆等相关概念作了系统性的梳理， 并认为数字记

忆是记忆实践的发展趋势，体现了人文、艺术和科技

携手并进、融汇贯通，其本质是将现代信息技术和社

会记忆建构有机地结合起来， 利用数字技术以数字形

式来捕获、记录、保存重现社会记忆，进而实现对文化

的保护和传承。 如果把建设家谱数据库，看作是基于

家谱文献来构建数字记忆的过程，那么当我们去审视

当前各机构以传统的特藏资源的建库方式，和新兴的

数字人文方法的建库方式，就会发现如下问题：

传统的特藏资源建库的方式， 以文献管理和文

献服务为主要目标，将家谱文献扫描成全文影像，遵

循一定的元数据著录规范对家谱文献的题名、 纂修

者、版刻（出版）时间、谱籍地（居地）、版本类型、尺

寸、册数等文献特征进行标引后，形成书目记录（目

录）， 存储于关系型数据库或图书馆自动化系统中，

便于业务管理和文献管理， 同时开发面向读者的服

务系统， 于局域网内提供家谱文献的书目查询和全

文阅览服务。这种建库方式的弊端在于：面向文献的

元数据标引难以充分揭示与挖掘家谱文献作为 “文

化记忆媒介”的特质，家谱文献中大量体现“当下”家

族记忆的内容在数字世界里被消减抽象为简单的元

数据记录。单个机构的馆藏资源有限，只能满足文献

检索和获取的需求，无法满足学术研究的需求。学术

研究要求尽可能地穷尽与研究问题相关的所有相关

文献。在互联网和云计算时代，建设分布式的全球华

人家谱数据库已成为可能， 而传统的特藏资源建库

方式没有充分利用互联网和云计算技术的红利。

新兴的数字人文方法建库方式虽然试图解决上

述两个弊端，但在如何深入理解研究者的需求、如何

有效帮助研究人员解决具体的研究问题方面仍然捉

襟见肘。上海图书馆的家谱知识服务平台将《中国家

谱总目》《中国家谱资料选编》 的家规族约卷、3位名

人（胡适、盛宣怀、李鸿章）的世系表数据化，在内容

范围上不再是上海图书馆的单馆馆藏目录， 而是覆

盖了 597家家谱收藏机构的联合目录， 在功能上由

于采用关联数据、GIS、 数据可视化等技术和众包思

想， 在原来的基于字段关键词匹配的文献查阅功能

之外，还提供地图检索、分面统计、文献关系关联、用

户贡献内容等功能。 《中国家谱总目》虽然是一部提

要式目录，但仍然以文献目录为主，家规族约是经过

精心选择的 303种家谱的相关内容，3位名人的家谱

世系表更是九牛一毛。然而问题不在于数量的多寡，

而在于看不到这些数据的应用场景， 其目标用户人

群是谁？他们是如何利用家谱文献的，一般用于解决

哪些研究问题，是否存在一定的模式和规范？在文化

记忆的理论框架下， 本文尝试为这些问题找到部分

答案。在过去的认识中，家谱文献的目标用户人群，除

了寻根问祖的普通大众外，就是将家谱作为“史料”的

历史研究者， 而他们往往陷入真实与虚构的泥沼中。

在文化记忆视域下，家谱作为一种民间文献，在解决

文化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相关研究问题时，能够发挥

其它文献难以替代的作用。 当将家谱作为“文化记忆

的媒介”时，我们认识到，在数字世界中忠实地再现每

一部家谱所反映的“当下”，重建那个“当下”的数字

记忆，应作为家谱数据库建设的另一个重要任务。

3.2 重建家谱文献“当下”的数字记忆

重建家谱文献所反映的“当下”数字记忆，目的

是为了在数字世界中还原家谱文献的历史现场。 对

于达成此目的途径，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操作建议：

（1）在数字世界中如实反映家谱文献记载的内

容：从数字化到文本化到数据化。将家谱文献扫描成

影像文件，使纸质文献具有数字化的载体形态，虽然

也是如实反映文献记载内容的一种形式， 但只是完

成了基础性的工作， 因为扫描影像文件仍然需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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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肉眼来阅读，在数字时代显得效率极为低下。还需

要将内容文本化， 以便于支持数字人文方法和技术

对内容的深度挖掘， 如全文检索或利用文本分析软

件进一步处理。 虽然目前基于机器学习的古籍文献

OCR技术进展迅速，识别精度和速度大为提高。但如

若将家谱文献内容全部文本化的同时还保留内容之

间的逻辑联系， 尤其是世系图和世系表的人物关系

结构，仍然是一项需要人力参与的巨大工程，非短时

间内可以完成。可以借鉴“威尼斯时间机器项目”的做

法，先以家谱的“种”为单位，将重要的内容如人物（始

祖、始迁祖、名人）、地点（谱籍地、原居地、迁居地、散

居地）、重要事件（迁徙）等提取出来。始祖、始迁祖、名

人、谱籍地可以利用已有的结构化元数据，而迁徙事

件相关的时间和地点可用名称实体识别（NER）或机

器学习等现代数字技术从《中国家谱总目》的提要或

扫描影像文件中提取。 而后将提出取来的人、地、时、

事及其相关信息结构化处理，并基于关联数据技术进

行语义编码后作为知识节点，建立彼此之间的关联关

系，形成某一种家谱的单一知识图谱（见图 1）。

（2）置万物于时空：为所有知识节点添加时间和

空间属性。 时间和空间属性对还原历史现场至关重

要，因此，在提取家谱文献中重要内容时，需要将所

有提取出来的内容置于其所在的时间和空间之中。

简言之， 也就是为提取出来的知识点添加时间和空

间属性。如人物的生卒年、大事年表、籍贯、活动空间

等，迁徙事件中的迁徙时间、原居地、迁居地等。虽然

家谱文献中对先祖的生平评价和祖源说明存在着文

过饰非、夸功耀绩的现象，对于时间的表述大多采用

标准不一的中国历史纪年法，地点的表述又大多为当

时使用而非现在已经改名的地名。在家谱数据库中，

仅需按照原文的表述忠实记录，不作主观性判断。

（3）建立家谱文献之外的多重证据参照体系。家

谱作为一种“纸上之材料”，在由王国维创立的、而后

对历史学、 考古学乃至中国的近现代学术研究影响

极为深远的“二重证据法”研究方法体系中可与其他

证据相互印证，以便于对“记忆”抽丝剥茧、为“历史”

去芜存菁。

二重证据法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断探索， 有了新

的发展。 如 20世纪 80年代的三重证据法：即在二重

证据法的基础上，或是结合调查资料或材料中的“口

述史料”研究历史学、民族学；或将考古材料又分为

两部分———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 或是再加上文

化人类学的资料与方法的运用。除此之外，甚至可将

历史文献与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互相印证， 如复旦

历史学和人类学联合课题组通过安徽亳州市曹操祖

辈墓发掘的曹鼎牙齿获得其 DNA数据，与曹操家谱

文献互相印证，试图解开曹操的身世之谜并发现当

今分布于各地的曹操后人［16］。到了信息技术高度发展

的数字人文时代，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文献和文物

外，还可以加上基于大规模文献的统计分析数据、SNS

可视化呈现图景、GIS时空模型、3D空间模型等。

在为每一种家谱建立忠实于原文内容并带有时

空属性的单一知识图谱后， 如能在知识节点的层面

建立与之相关的多重证据参考体系， 包括其它多种

家谱文献的知识图谱，可灵活组配，动态地根据同谱

籍、或同时代、或同姓氏、或同祖源等条件形成更大

的复合型知识图谱。 单一家谱文献知识图谱中的诗

文、家规家训与其它类型的文献库如古籍、方志、档

案等建立关联，人物、地点、迁徙事件等可与通用的

人物资料库如哈佛燕京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

DB）、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如 CHGIS、历史事件库建立

关联。 这样基于结构化语义数据建立的大量关联关

系，可方便地用于聚类和比较分析，使家谱文献中的

内容与各种证据互为印证，在此过程中，可借助数字

人文工具和方法所提供的聚类和分面统计分析数图 1 单一家谱文献的知识图谱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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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种数 1162 清 260；民国 508；当代 383

迁徙人数 1042 迁入地 206；迁出地 206

迁入到麻城 737 元末明初 354（含明洪武二年 48）

自麻城迁出 587 元末明初 246（含明洪武二年 50）；明末
清初（至康熙）120

谱籍地

迁徙次数

迁徙原居地峰值

迁徙目的地峰值

共 11 省：其中湖北 750（含麻城 558）、
四川 248、重庆 110 纂修时间

1837 迁徙地名

江西 494、湖北 111 迁徙时间峰值

四川（含重庆）371、湖北 149 迁徙时间峰值

表 1 1162种家谱中湖北麻城迁入迁出数据统计

据、社会网络关系可视化、地理信息系统可视化以及

时空关系可视化图表（见图 2）。

3.3 以家谱文献中的人物迁徙事件为例
湖北麻城孝感乡、 山西洪洞大槐树、 南雄珠玑

巷、宁化石壁、苏州阊门、江西瓦屑坝常被作为中国

历史上的大规模移民发源地或中转站，但相关记载却

少见于正史和方志，而往往作为移民传说和祖先记忆

被记载在家谱文献中。在历史人口学和移民史研究中，

家谱中记载的始祖或始迁祖的迁徙信息是非常宝贵

的资料。 在《中国家谱总目》的提要中，编目人员简明

扼要地撰写了关于始祖和始迁祖的迁徙信息， 基本

包含了迁徙人、迁徙时间、原居地和迁居地信息。

本文在所提出的操作建议基础上， 以 “湖北麻

城”的迁入迁出数据为例，将《中国家谱总目》提要中

的迁徙信息转换为结构化、语义化的数据。试图探索

“湖北麻城” 作为移民群体记忆中的迁徙中转地，在

家谱文献中是如何记载的， 通过可操作的数据将静

态的文字记忆变成动态可展演的记忆， 以观察家谱

文献中“湖北麻城”相关的迁徙事件，在时间和空间

上呈现出何种趋势或规律、可以了解何种细节、以及

是否能发现新的研究问题。 本研究所利用的数据基

础是上海图书馆家谱知识服务平台来自全球 597 家

收藏机构的 6万 9千余种家谱， 从中选取提及湖北

麻城相关迁徙事件的家谱 1240种，复本去重后 1162
种，提取先祖 1042人，涉及迁徙事件 1837 条。 每条

迁徙事件由人物、迁徙时间、原居地、迁居地 4 个属

性组成（见表 1）。

从时间属性来看，家谱的纂修时间有清代、民国

和当代，以民国为最。 根据文化记忆理论，这并不能

如实地反映有关湖北麻城迁徙情况的史实。 只能说

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四川人民对于湖北麻城的祖

源认同自清代开始，在民国时期达到高峰，并一直延

续到当代。从迁徙事件统计数据来看，迁入到湖北麻

城的事件数量大于从湖北麻城迁出的事件数量。 从

迁徙时间来看，迁入到湖北麻城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元

末明初之际， 其中明洪武二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

从湖北麻城迁出的时间则主要有两次，元末明初和明

末清初，其中明洪武二年和清康熙年间是一个重要的

时间点。结合家谱的纂修时间和家谱中记载的迁徙事

件发生的时间，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迁徙

事件始于元末明初，但祖源记忆却是从清代才开始流

行呢？ 这个问题有待历史人类学家进一步研究。

从空间属性来看，这 1162种提及湖北麻城相关

迁徙事件的家谱，谱籍地涉及 11 省。 其中，湖北共

750 种，麻城占 558 种；其次是四川和重庆，共 358
种，其中四川宣汉、重庆丰都、四川简阳超过半数之

图 2 家谱文献的多重证据参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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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图书馆人名规范库
明清人物资料权威档

历史事件库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CHGIS

文本
图像
资料

家谱文献

迁徙事件地点

人物

数字人文工具及方法
聚类分面统计分析数据 社会网络关系可视化 地理信息系统可视化 时空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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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这里是否可以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是什么样的

原因使得湖北麻城的祖源记忆在这几个地区更为流

行？从迁徙事件的原居地和目的地来看，迁入到湖北

麻城的人主要来自江西省， 自湖北麻城迁出的目的

地主要是四川（含重庆）和湖北省内。 将迁徙数据在

地图上呈现， 可看出迁徙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分

布情况（见图 3）。利用 GIS系统，可对事件范围、迁徙

人、迁徙事件、原居地、迁居地进行选择性操控和交

互，既可俯视全貌，又可察看细节，还可链接至外部

知识库进行多重参照研究。 图中的地点和迁徙路径

均可点击，点击地点，可链接至历史地名库，点击迁

徙路径，可链接至原家谱，时间段可任意拖动，地点

和迁徙人物可查询、筛选、过滤，若是始祖和名人，则

可链接至人名规范库， 查看更多家谱文献之外的其

他相关文献。

从该例子中可以看出， 当对家谱文献的内容进

行深度开发，将文本转为结构化、语义化的数据后，

利用时空可视化技术， 可以针对具体的问题进行全

景透视式的观察和剖析， 所生成的统计分析数据和

可视化图表，可作为多重证据参照体系中的一环。对

研究人员经过资料搜集、遴选、研读、比较、解释、演

绎过程的个案解析式研究形成了一种方法论上的补

充和参照。以此类推，当所有的家谱文献内容中的迁

徙信息都经过了这样的处理，变成了可以操作的数

据，系统就可以在前端服务界面提供这样的服务：迁

徙时间段、迁徙人群、迁出地、迁入地，作为可选择可

操控的条件， 系统根据研究人员的需求动态生成任

意指定时间段中指定人群从指定地点到另一地点的

迁徙图和聚类分面统计分析数据， 或者生成所有家

谱在不限定的时间段和地域中的迁徙全景图。 而当

研究人员需要了解某一次具体的迁徙情况和原始文

献记载时，只需要点击该迁徙线段，就可以进入相关

的家谱文献一探究竟， 当要了解迁徙人的背景和生

平，则链入该人物在人物资料库中的个人页面，当要

了解迁徙时间的历史背景， 则链入事件库了解此一

时期的历史大事或其他类型的相关文献库如古籍、

方志、墓志等。这样就将家谱文献置于多重证据参照

体系之中，以弥补家谱作为史料的不足，同时帮助研

究者追问和解释记忆背后的“为什么”。

4 结语

家谱文献的价值由于时常陷入虚构与真实之争

而受到质疑，但在文化记忆视域下，其作为“记忆”媒

介而非“历史”媒介、是“当下”而非“过去”记忆的见

证、所反映出来的“为什么”比“是什么”更重要的特

性，已经得到了历史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重视，并基

于家谱内容的充分研读和解析， 结合其他文献和田

野调查，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而对于家谱文献的

收藏管理服务机构， 却仍然将家谱作为与正史和方

志并提的史料来看待，在整理研究和开发利用上，难

图 3 湖北麻城迁入迁出图

夏翠娟.文化记忆视域下的家谱文献价值再认识和内容深开发［J］．图书与情报，2019（05）：049-057

全景 局部

元末明初 明末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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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分发挥家谱文献的价值。 厘清文化记忆理论框

架， 分析历史人类学相关领域在文化记忆视域下如

何利用家谱文献， 有助于从另一个角度来重新认识

其对于人们寻根问祖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价

值，重新理顺家谱文献开发利用和提供服务的思路，

寻求新的方法和路径。

目前的家谱数据库建设仍然停留在文献层面的

描述、揭示和查阅服务，上海图书馆家谱知识服务平

台在建设过程中已经认识到家谱内容层面揭示的重

要性，如对人、地、时等知识节点的初步描述和关联，

提供家规家训全文检索阅览、 极少量世系图的数据

化和可视化的尝试等。 并使用了一些典型的数字人

文技术和方法，如聚类分析和统计，基于地图圈画多

边形的查询和时空浏览， 但对除了提供查阅服务外

还能如何更有针对性地精准服务于目标用户的研究

需求，还没有清晰和充分的研究和认识。本研究在调

研家谱文献对于人文研究的典型应用场景和精准目

标用户的基础上， 提出重新认识家谱文献价值的新

思路，和深度开发家谱文献内容的方法和路径，是为

进一步充分利用家谱文献和提升家谱知识服务平台

的服务而进行的尝试，并以“湖北麻城”相关迁徙事

件的深度开发为例来验证其可行性。

由于本研究所用到的迁徙数据源于对 1162种家

谱元数据的提要文字进行名称实体识别， 进而提取

其中的迁徙事件，形成结构化、语义化的知识图谱。

将来若在家谱知识服务平台上提供单一家谱的知识

图谱浏览和多种相关家谱的复合知识图谱的浏览，

或所有家谱迁徙事件的时空分布图， 面临的主要问

题是如何将数据处理的数量从 1162 种家谱提要扩

展到 6万 9千余种家谱提要，而非直接处理目前还没

有完成从数字化到文本化转型的 6万 9 千种家谱文

献。 后者在目前看起来尚属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

待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前者在当前的技

术条件下却是可行的。 另外，本研究尚未及探讨的另

一个问题是如何通过“用户贡献内容（UGC）”来保存

当代人的家族记忆，虽然家谱知识服务平台在功能上

已经支持专家用户修改部分数据、在线上传家谱并编

目，将世系图数据化的在线识谱、以及在线修谱和续

谱等功能， 但仍可以在文化记忆视域下重新思考并

作进一步改进，这将是本研究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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